
因
本
报
记
者

张
思
玮

建
议 亟须构建更加优化、集成的防控框架

报告指出，儿童青少年肥胖除了

可能带来短期健康问题，如身体素质

差、代谢疾病、心理障碍，还能够影响

长期健康结局，增加成年后代谢综合

征、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风险，进而

通过代际传递影响下一代健康。同

时，肥胖带来的社会经济负担也在急

剧增加。

据预测，2025—2092 年，我国因

肥胖带来的直接医疗费用将达 210

亿元，而包括生活质量和生产力损失

在内的间接成本将达 218 万亿元。

“在中国，儿童青少年肥胖不仅

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和环境背景，

还受到快速城市化、经济转型以及

生活方式变化的深刻影响。”宋逸指

出，儿童青少年肥胖受多层次、多维

度因素的共同作用，主要分为群体

“决定因素”和个体“风险因素”。

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第一，社

会、经济、文化及环境等宏观层面的

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儿童青少年的

生活方式。例如，经济快速发展和城

镇化进程加速推动了快餐外卖的普

及，而电子设备的广泛使用显著减少

了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时间。此外，自

然环境的变化，如空气污染、内分泌

干扰物暴露及夜间光照过度暴露等，

也为肥胖带来了新的健康风险。

第二，在学校和社区环境中，学

业负担增加了久坐时间和睡眠不足

的可能，运动场地和设施的不足进一

步限制了儿童青少年的身体活动，而

健康食品获取困难也让不健康饮食

问题日益凸显。同时，校园中的同伴

影响和对肥胖的污名化对儿童青少

年的心理健康和饮食习惯构成潜在

威胁。

第三，家庭层面存在不能忽视的

因素。研究表明，父母的饮食习惯、运

动模式以及健康素养对儿童青少年

行为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父母不健

康的生活方式如久坐、摄入高热量食

品等，会潜移默化影响孩子的生活方

式，进而增加儿童青少年肥胖的风

险。同时，隔代养育中祖辈对高糖、高

脂食物的偏好往往导致过度喂养，而

留守儿童因缺乏父母的有效监管，更

易养成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四，从个体层面上，肥胖风险

贯穿于生命早期至青少年阶段。胎儿

期，母体压力、不健康饮食、妊娠糖

尿病及烟草暴露可通过影响胎儿发

育增加肥胖风险。婴儿期，母乳喂养

和科学辅食添加有助于降低肥胖风

险。儿童期，饮食西方化趋势显著，

能量密集型食品和含糖饮料的摄入

会加剧肥胖问题。青少年阶段，久坐

行为、睡眠不足及情绪问题与肥胖密

切相关。此外，遗传因素和基因 - 环

境交互对体重调节的影响贯穿全生

命历程。

“有效的早期干预可显著减少这

些疾病和经济负担，带来健康和经济

双重获益。因此，制定针对我国儿童

青少年肥胖的精准干预策略至关重

要。”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

所教授马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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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现阶段，宋逸等研究者认为，优

化干预策略，才能有效应对儿童青少年

肥胖。具体措施有：首先，在社会层面上，

通过政策、立法和环境优化改善儿童青

少年肥胖，如糖税和健康食品税补贴等

措施，中国需考量地区差异以有效实施。

其他社会干预措施包括母乳喂养推广和

城市体育设施建设等。

其次，学校和社区携手通过教育、

健康膳食和体育活动等措施促进健

康。虽然这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

面临城乡资源分布不均、学生学业压

力大等挑战，因此，需要更多高质量的

研究和政策支持评估这些干预的长期

效果和可持续性。

再次，家庭作为儿童成长的核心环

境，家长的参与和支持至关重要。研究发

现，父母在膳食选择管理和体育活动安

排中的作用尤为突出。家庭干预与学校

干预联合或独立进行，均能有效改善儿

童青少年的健康行为，但

家长需摒弃传统文化糟

粕和过度喂养观念，提升

健康意识。

最后，个体干预方面

应聚焦生活方式调整和

临床治疗两个层面。我国

相关干预研究主要侧重

生活方式的改变，如膳

食、运动习惯等的调整。然而，学业压力和

不健康食品的泛滥也成为了主要障碍。临

床干预针对严重肥胖，首选健康生活方式

改变，而将药物治疗作为最后手段。

但报告同时指出，现有研究主要集

中于我国东南部经济发达城市，农村地

区相关研究则相对匮乏。干预措施的可

扩展性和长期效果也常常受到实施难度

大和后续维持资源不足的限制。

“因此，鉴于中国的地域辽阔、民族

多样性以及人口众多，规划、评估与决策

时需采用全面、贴合实际的方法，结合普

遍政策与个性化干预，以缩小健康差

距。”宋逸说。

此外，“多头共治”在实际执行过程

中存在政策部门间协同不足、利益相关

方合作不够紧密等问题。这导致有关儿

童青少年肥胖防控措施的实施效果大打

折扣，难以形成有效的防控合力。

“因此，构建一个更加优化、集成的

防控框架尤为重要。”山东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教授席波介绍，他们研究团队提出

了针对中国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的优化

实施框架。

据悉，该框架以 PEDALS 模型为基

础，结合现有模块，强调系统整合、科学

证据与实践应用的紧密结合，以及防控

策略的持续优化和干预监测评估。

具体而言，在 PEDALS 框架下，“P”

强调健康问题的重要性，明确预防儿童

肥胖能对其本身和全社会造成的深远影

响，强化预防与全社会协作，实施儿童青

少年肥胖防控的针对性干预，确保高质

量证据和高效传递系统的结合。

“E”代表基于证据的实践（EBPs），通

过分析全球和中国的干预案例，制定优

化系统并多渠道实施儿童青少年肥胖防

控措施，结合学校诊所、初级保健中心和

医院等力量，注重效果与成本效益。

“D”关注影响因素、阻力障碍（如缺

乏意识、不健康膳食等）和促进因素（如

政策和技术支持），以验证有效干预。

“A”推动基于证据的儿童青少年肥

胖防控行动，结合社会生态模型，促进健

康行为与政策优化。在个体层面，推广健

康膳食和体育活动至关重要；在跨部门

层面，促进健康医疗服务、优化食品供

应、将体重健康纳入城市规划，并贯通教

育和医疗系统。此外，政府应支持多部门

行动，包括制定健康食品标准、对不健康

食品加大税收，以及确保医疗资源的公

平分配和健康覆盖。

“L”确保长期、持续的儿童青少年肥

胖防控政策支持与策略调整。

“S”强调可扩展性，通过具有代表

性的监测评估改进情况，确保防控措

施能够在全国和地区层面得到有效实

施和优化。

青春期被视为继婴幼儿期之后的

“第二个关键窗口期”，具有重要的身体、

认知和社会发展潜力。此前，《柳叶刀》青

少年健康重大报告强调，青春期的三重

红利潜力可以通过投资青少年及其健康

与福祉，实现从青春期到成年，再到下一

代的代际传递。

宋逸等研究人员期待，借助中国

国情的独特优势，构建一个全面解决

儿童青少年肥胖问题的框架，以期有

效应对我国日益严重的肥胖危机，并

为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政策设计提供借

鉴，从而在全球范围内为相关政策发

展树立典范。

相关论文信息：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国际社会纷纷

出台一系列政策，涵盖营养指南的制定、

对不健康食品和含糖饮料的增税、食品

标签系统、食品广告监管以及基于学校

的健康促进项目等措施。

“尽管应对儿童青少年肥胖的策略

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不同国家的干预

效果仍有所不同。”马军举例称，学校干

预在西方国家效果有限，却在中国有一

定效果。要将国际成功经验本土化，仍需

消除文化差异、经济不平衡及地区医疗

资源分布不均等障碍。

自上世纪 90年代起，我国高度重视

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着手制定了一系列

政策，包括全国性的预防和控制政策、食

品广告监管、健康教育项目以及学校营养

干预活动，覆盖营养、体育、健康教育等多

个关键领域，涉及学校、家庭、社区，力求

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干预策略。

2008年的《中国学龄儿童少年超重

和肥胖预防与控制指南》、2016年的《“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2019年的《健

康中国行动（2019—2030）》、2020 年的

《中国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等

持续性的健康政策为儿童青少年肥胖防

控提供了科学指导。

此外，地方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创新

性地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防控

策略和措施，如健康校园、健康膳食推广。

报告分析，上述政策演进展现了我

国从初步探索到逐步完善的过程，早期

侧重于营养和体育锻炼的改善，而后逐

步扩展至健康教育、家庭干预、社区优化

等多个方面，构建了从学校卫生和社区

医疗延伸至三级预防的儿童肥胖综合防

控体系。

“同时，这也表明我国政府对儿童青

少年肥胖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积极应对的

态度。并且，相关举措有效提升了公众对

儿童青少年肥胖问题的认识和重视程

度，也促进了儿童青少年健康行为的养

成。”浙江大学研究员袁长征表示，我国

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体系的特色在于多

元参与主体和协作机制———政府引领政

策规划，学校负责健康教育，家庭塑造生

活习惯，社区提供健康服务，医疗机构给

予专业治疗。

这种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模式

极大地提升了整体效能，也为全球儿童青

少年肥胖防控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然而，政策的执行效果因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和资源分配差异而存在一定区

别，并且在实际运作中面临诸多挑战。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研

究员董彦会指出，现有观察性研究多集

中于个体层面的风险因素，对家庭、学校

及更广泛的宏观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

共同作用关注不足，急需多维度的干预

与管理策略。

此外，针对中国儿童青少年肥胖的

高质量、大规模、长期随访的人群干预研

究仍然缺乏，尤其是在量化社会和政策

层面干预策略的研究上存在局限。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针对儿童青

少年肥胖特定风险因素的研究尚显不

足。”董彦会表示，深入研究这些因素对于

制定有效、可持续的防控策略，并为其他

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借鉴具有重要意义。

原
因 多层次、多维度因素的共同作用

演
进 初步形成儿童肥胖综合防控体系

目前，全球儿童青少年肥胖率的急剧

上升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根

据全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统计数据，

1990—2022 年，全球儿童青少年肥胖率

增长了 4倍。

我国的情况更为严峻。在过去 30 年

间，我国经历了快速的营养转型，儿童青

少年营养过剩问题不断加重，已成为全球

儿童青少年肥胖人口最多的国家。

研究数据显示，1985—2019 年，我国

7~18岁儿童青少年的肥胖患病率飙升了

75.6 倍 ， 预 计 到 2030 年 将 增 加 到

15.1%，远超全球平均水平。

“这一转变使我国从低于全球平均水

平跃升至超过其他西太平洋和中高收入

国家，凸显了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治的紧迫

性。”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所

长宋逸告诉《医学科学报》，儿童青少年肥

胖不仅影响个体健康，还会带来长期的社

会和经济负担。

前不久，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山东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医科大学、中南大

学、重庆医科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首都

医科大学等单位的研究学者联合在《柳叶刀

-公共卫生》发布的“中国儿童肥胖防控系列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共同呼吁，制定符合中

国国情的干预策略和措施迫在眉睫。


